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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背景下，我国可以通过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路径，瞄准《巴黎协
定》2 ℃目标，而非初期依赖大规模负排放技术（如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ACCS）的理想化1.5 ℃目标
路径。研究表明，对我国而言，追求1.5 ℃目标路径会付出较2 ℃目标路径多3~4倍的成本，可行性逐渐
降低。我国预计将在 2028年左右实现碳达峰，人为CO2排放量约为 128亿吨，并最终进入碳中和阶段。
这有望使全球变暖水平在21世纪50年代出现低于此前预期的走势，从而降低气候临界点与极端事件的
风险，尤其是在全球其他两大碳排放体（欧洲与北美）已实现碳达峰的背景下。尽管自然碳汇在我国实现
碳中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在过渡阶段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文还关注了国际气候合作中日益受到
重视的气候过冲、气候临界点、极端事件、气候变化的损失与损害以及甲烷减排等问题，强调在应对这些
问题时需统筹兼顾我国的发展、安全与公平。我国实现碳中和将对全球排放情景、未来变暖水平、极端事
件预测以及全球关注的气候热点问题（如气候临界点、气候危机和“从全球变暖进入全球沸腾时代”的论
述）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本文还总结了基于我国2 ℃目标路径的全球排放情景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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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1988年成立以来，已开展

多轮评估，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及预

测[1]。这些评估不仅揭示了气候系统变化的机制与影响，

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近年来，随着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以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变化的风险日益

突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不断加剧[2]。为应对这一挑

战，各国纷纷承诺实现碳中和，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

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 2 ℃以内，并努力把升温控制在

1.5 ℃之内，这也是《巴黎协定》所确立的目标[3]。

作为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承诺于 2030年前

实现碳达峰，并力争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些目标

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并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深

远影响，包括未来极端事件的趋势、气候临界点、气候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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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及“从全球变暖进入全球沸腾时代”的论述。在全球

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统筹兼

顾国家发展与安全，是我国必须应对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旨在评估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策略，

探索在力争将全球变暖升幅控制在 2 ℃以内的《巴黎协

定》目标下，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路径，并对这些

路径对未来气候变化问题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和讨论。

研究还探讨了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的甲烷减排问题及其对

我国的影响，强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兼顾公平与效率。

2. 如何实现符合我国国情的碳达峰/碳中和路径

2.1. 《巴黎协定》中的2 ℃和1.5 ℃目标

在国际气候变化研究中，已有大量论文探讨如何将全球

平均地表温度（GMST）到2100年的十年际升温幅度（相较

于1850—1900年平均温度水平）控制在2 ℃或1.5 ℃以内。

这些论文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在碳中和目标下人为碳减排路

径的发展趋势。《巴黎协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如果

缔约国在 2075年前实现净零CO2排放，则有很大可能到

2100年将全球升温控制在约2 ℃以内。我国已签署《巴黎

协定》，并承诺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领先国际目

标15年。《巴黎协定》还提出，各国应力争将升温控制在

1.5 ℃以内，而要实现该目标，全球需在2055年左右实现

净零CO2排放[3]。若要实现 1.5 ℃目标，我国的人为CO2

排放应在 2021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在 2055年左右实现大

幅下降。然而，这种情景高度理想化，对我国而言几乎不

可能实现（图1）。

图1所示数据来源于两方面的对比：一是中国气象局

（CMA）碳源汇监测核校支持（CCMVS v1.0）系统提供的

我国人为碳排放数据；二是基于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AR6）中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及其情景所得数据。

CCMVS系统由CMA温室气体与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开发，

具备四层嵌套网格的人为碳排放与碳汇监测、核校支持业

务系统，且遵循《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 年修订版》（https://www. ipcc-nggip. iges. or. jp/public/

2019rf/index.html）。该系统融合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大气CO2

浓度数据，由我国国家温室气体观测网观测并与世界共享。

CCMVS系统旨在通过结合卫星数据、地面测量和建模工具，

及时准确地监测和核校各类碳排放源，提供各区域碳源与

碳汇的可靠数据，从而支持政策决策和碳减排工作[4‒6]。

2.2. 我国可遵循碳中和路径以实现《巴黎协定》的2 ℃目标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

放系数，并结合清华大学（THU）及多家单位提供的

数据测算，我国 2021年能源活动和工业过程总排放约为

116亿吨CO2。然而，通过大气CO2浓度观测数据同化反

演方法 [4]，CMA 估算 2021 年总排放约为 119 亿吨 [6]。

在统一标准后，我国 2021年能源和工业过程相关的碳排

放总量在 113亿吨至 120亿吨之间，因此 119亿吨是一个

合理的基准数值。2014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不确

定性范围为−5.2%~5.3%，因此可对 CO2 排放数值采用

−5.0%~5.0%的不确定性范围。

清华大学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CAMS）联合发布

的一项研究构建了符合《巴黎协定》2 ℃减排目标的碳中

和路径[7]。基于碳中和基准情景，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

率的假设见表 1 [7]。由于我国尚未完全实现从碳强度控

制向碳总量控制的转变，本研究仍以碳强度为单位提出减

排进程，并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估算我国未来

人为碳排放的关键节点。该基准情景下的减排举措基于我

国提出的“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以及

“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 ℃以内”的目标。

根据 IPCC的评估结果，为了以超过66%的概率实现

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 ℃以内的目标，全球需在 2075年左

右实现碳中和，前提是没有减排责任分担机制，且减排发

生在最具成本效益的时间和地点。用“碳强度下降率”

来表示，全球碳强度需要在不同阶段实现相应年度下降

幅度，即 2020—2030 年每年下降 4.0%~9.0%； 2030—

2040 年每年下降 6.0%~9.0%； 2040—2050 年每年下降

7.0%~9.0%；2050—2060年每年下降 11.0%~19.0%。与此

同时，我国的“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碳强度下降 18%的

目标，折算为每年下降率约为 4%。因此，本研究设定了

一个“阶梯式”的碳强度下降率，即 2020—2030年每年

下降 3.9%~4.4%；2030—2040 年每年下降 6.0%~8.0%；

图1. 我国基于CCMVS系统结果的碳中和路径与1.5  ℃极低稳定情景路

径（SSP1-19）之间的差异。GtCO2∙a−1：十亿吨CO2每年。NDC：国家

自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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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2050 年每年下降 12.0%~14.0%；2050—2060 年每

年下降14.0%~16.0%。

考虑到我国中长期GDP和碳强度下降率存在显著不

确定性，Zhang等[7]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增加了四种设

定，即高经济增长、低经济增长、高碳强度下降率和低碳

强度下降率，如表1所示。在此基础上，可以推导出我国

实现碳中和的可能路径及其不确定性范围[7]。

由于 2023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

结束后我国经济强劲反弹，当年碳强度仅下降约 0.3%，

“十四五”规划前三年累计下降约4.7%，这与原年均下降

3.9%、五年累计下降 18%的设定存在差距。因此，本文

将“十四五”期间的碳强度下降率调整为累计下降11.3%

（原路径为 18%）。“十五五”期间的下降率保持不变，

累计下降 20%。经过这些调整后，2023—2030年的修正

排放路径与原路径差异不大，不会对 2030年之后的减排

路径设计产生实质性影响。由此得出我国实现2 ℃目标的

最新碳中和路径（图 2）。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可以提出

以下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到 2035年，能源相关的CO2排

放量比 2030 年减少约 10%——大致等同于研究提出的

2035年较2030年下降近12%的目标。2035年之后的减排

轨迹则可遵循研究设计的路径继续推进。

根据本研究结果，为实现《巴黎协定》全球气温升

幅控制在 2  ℃以内的目标，我国可在不依赖气候变化

“过冲”的情景下，在早期大规模采用直接空气碳捕集与

封存（DACCS）及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BECCS）等

负排放技术，于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图 2）。具体而言，

我国的人为碳排量将在 2028—2029年间达到峰值，峰值

排放量约为128亿吨。此后，随着我国优先发展可再生能

源、推进能源体系转型，排放量将持续下降，并通过陆地

生态系统提供的21亿吨碳汇实现碳补偿，最终于2060年

左右实现碳中和。

基于以我国2 ℃目标路径驱动的全球排放情景，本研

究使用了三种模拟器来预测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相对于

1850—1900年的未来升温情况，发现到 2100年，全球地

表温度（GST）的升幅约为2 ℃，但存在一定误差。研究

还发现，21世纪中期之后的GST升幅低于先前 SSP2-4.5

的情景预测。这表明，我国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的碳中和

路径，可以实现《巴黎协定》的2 ℃目标，并可能对临界

点和极端事件的预测产生影响（具体细节将在另一项研究

中详细阐述）。这三种模拟器分别是温室气体诱导气候变

化评估模型（MAGICC） [8]、有限振幅脉冲响应模型

（FaIR）[9‒10]和挪威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简单气

候模型（CICERO-SCM）[11]。

2.3. 自然生态系统碳汇将在我国实现碳中和、抵消剩余排

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减排仍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根据 IPCC的定义，碳中和是人为碳排放与人为碳清

除之间的平衡[1]。事实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碳汇也有

助于中和部分人为碳排放[12‒13]。由于地球系统模型首

先需要输入未来人为碳排放数据作为驱动因子，才能得出

相应的自然生态系统碳汇，因此，尽管 IPCC对碳中和的

定义强调通过人为手段中和人为排放，但也提出了基于自

然解决方案的碳中和路径[14]，并指出自然生态系统的碳

表1　年均GDP增长率与碳强度下降率的设定（改编自参考文献[7]）

Year

2021—2025

2026—2030

2031—2035

2036—2040

2041—2045

2046—2050

2051—2055

2056—2060

Annual GDP growth rate

Baseline scenario

5.8%

4.8%

3.8%

3.3%

3.0%

2.9%

2.9%

2.8%

High growth

6.1%

5.4%

4.5%

3.5%

3.2%

3.0%

3.0%

3.0%

Low growth

5.5%

4.6%

3.6%

3.1%

2.9%

2.8%

2.7%

2.6%

Annual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rate

Baseline scenario

3.9%

4.4%

6.0%

8.0%

10.0%

12.0%

14.0%

16.0%

High reduction rate

3.9%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Low reduction rate

3.9%

4.0%

4.0%

6.0%

8.0%

10.0%

12.0%

14.0%

图2. 根据我国碳中和目标修订的碳排放路径。红色线条THU-CMA 2 ℃
表示基准情景下的碳排放路径，灰色区域表示考虑基准年排放、不确定

的经济增长率、碳强度下降速率等因素时的碳排放不确定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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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最终可用于中和人为碳排放[14]。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

碳汇估算范围约为 10亿吨[15‒16]到 41亿吨[17]（图 3）。

CAMS估算，2018—2021年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碳汇

为 20.9亿吨CO2 [6]，该水平预计在实现 2060年碳中和的

过程中将继续保持或略有上升。该估算主要基于未来气候

变暖下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不会显著增长，甚

至可能下降[18]。IPCC的AR6报告预测，未来气候变化

将削弱海洋碳汇的效率。当前海洋和陆地碳汇吸收了人为

碳排的一半以上；然而，随着全球气温升高，这些碳汇的

吸收能力将减弱。报告中的情景强调，特别是在高排放路

径下，海洋作为碳汇的能力显著下降；若全球能大幅减

排，则这种下降会有所缓解[19]。2021年，约20亿吨的碳

汇水平仅占我国约119亿吨人为碳排的18%左右[6]。考虑

到我国土地利用中对“耕地红线”（保护耕地不被开发）和

“生态红线”（保护我国大面积生态资源不被开发）的要

求，再加上水资源[20]是我国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自然生

态系统碳汇在实现碳中和中的作用虽具重要意义，但并非

主战场。

2.4. 在我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无需在早期大规模采用

负排放技术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和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导致大量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即使立即采取减排

措施，已有气体仍将继续推动地球温度上升。这种“惯

性”可能使气候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因此，国际上提

出了“气候过冲”概念，指的是为实现长期气候目标（如

将全球平均变暖水平限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以

内）而在未来某一阶段暂时超过该目标，然后通过人工负

排放手段使温度回落到目标水平以下[21]。2023年《气候

过冲委员会报告》[22]强调，即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立即

停止，已释放的气体仍将继续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报告建

议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加快减排、开发碳清除技术、研究

太阳辐射管理技术，以及加强气候适应措施和气候融资支

持，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22]。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stories/what-is-climate-

overshoot-and-whydoes-it-matter）指出，大多数气候模型

预测全球气温将暂时超过1.5 ℃目标，然后再回落。基金

会强调，气候过冲可能导致高温持续时间延长，给生态系

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带来严重影响。全球必须迅速

果断地采取行动，限制碳排放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了使气温重新降至目标水平以下，需要大规模部署

碳清除技术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这

对技术发展和经济承受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23]。例如，

目前大气中直接空气捕集（DAC）所需的技术和大型科

学装置的捕集成本因具体技术和运行条件不同而异，从每

吨CO2数百美元到上千美元不等，且应用范围较小[23]。

虽然全球目前已有部分公司和研究机构启动了DAC的试验

和示范项目，但DAC仍主要处于验证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

行性的阶段[24‒25]。我国先前最大的全产业链CCUS示范

项目，即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CCUS项目，每年可减

少100万吨CO2排放。如果我国完全依赖CCUS技术实现碳

中和，将需要数千个类似规模的项目，这将产生巨大的经

济压力。因此，尽管CCUS技术未来可能在实现碳中和过

程中发挥作用，但不应抱有“先排放、再清除”的气候过

冲幻想。相反，我国应持续加快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

的大规模应用，大幅提升绿色电力在我国关键和优势产业

链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比例，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持续减少对高化石能源消耗和高排放行业的依赖。

当然，IPCC的AR6报告强调，碳捕集与封存（CCS）

以及其他负排放技术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图3. 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估算：基于CCMVS反演的估算（最左）、基于过程模型的估算（左）、基于大气反演的估算（右），以及基于地面通量观

测的估算（最右）（单位：拍克碳每年，PgC∙a−1）。最左侧详细展示了CCMVS反演的组成部分，包括：总反演碳汇（灰色）、农田碳汇（绿色）、非

CO2气体当量碳汇（蓝色）、水生态系统碳汇（黑色）以及野火当量碳汇（橙色）。左、中、右三个柱状图中的数值分别来自不同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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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作用，特别是在后期阶段[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FCCC）官方网站上的相关文献（https://

unfccc.int/documents/629380）也探讨了CCS的技术潜力，

及其当前在技术、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所面临的障碍。

3. 气候变暖水平及我国碳达峰至碳中和进程中
的可能影响

3.1. 随着我国实现碳达峰并进入碳中和进程，超过气候变

化“临界点”的风险是否仍如预期？

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导致气候变暖的主导因素是不断

增加的人为CO2排放量[27]。2023年，全球向大气中排放

了约 374亿吨人为CO2 [28]，导致大气中CO2浓度每年增

加约 2~3 ppm（ppm为百万分之一），该趋势由我国的温

室气体观测网络和全球大气观测网络所观测到[6,29]。在

全球总碳排放量中，我国的人为碳排放量约为 119亿吨，

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随着全球和我国的人为CO2排放量达到峰值，大气中

CO2浓度的观测增长速率将会变低。这是因为全球人为碳

排放累积量最大的北美地区已于2007年达到峰值（https://

www. epa. gov/climate-indicators/climate-change-indicators-us-

greenhouse-gas-emissions），而累积排放量排名第二的欧洲

也在 2008 年达峰（https://www. eea. europa. eu/en/analysis/

indicators/total-greenhouse-gas-emission-trends）。紧随其后

的累积排放第三大区域是东亚，其中我国的CO2排放预计

将在 2028年左右达峰[7]，意味着全球人为碳排放可能不

会超过 2030年的水平。随着全球人为碳排放达峰并进入

碳中和阶段，每年的人为碳排放减少将降低大气中CO2浓

度的增长速率。然而，由于每年仍将存在低于峰值的人为

碳排放，大气中仍将有超出自然循环范围的CO2，这将继

续影响地球的能量平衡，导致气候变暖过程无法立刻停

止，而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全球年度人为碳排放通过人为

减排与自然碳汇的共同作用于210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前，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残留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仍将导

致GST高于工业化前早期水平。不过，到 2100年，全球

气温升幅将控制在高于1850—1900年平均温度2 ℃以内，

并将呈现出降温趋势。

IPCC将气候变化临界点定义为“全球或区域气候从

一种稳定状态到另外一种稳定状态的关键门槛”，如果越

过，则在地球系统的特定部分触发大规模且可能不可逆的

变化[27]。Lenton等[30]在一项关于地球气候系统临界点

的开创性研究中，确定并讨论了人类活动可能触发的多种

气候临界点，如西伯利亚永久冻土的融化和亚马孙雨林的

消失。Steffen等[31]探讨了人类世时期的地球系统潜在轨

迹，特别指出，如果突破某些临界点，地球系统可能进入

“温室地球”状态。Rockström等[32]引入了“地球系统边

界”的概念，界定了人类能够安全活动的环境限度，并强

调跨越这些限度可能会触发不可逆的环境变化和临界点现

象。这些临界点的变化可能导致全球气候系统发生剧烈且

不可预测的转变。Ritchie等[33]指出，即便是非常小的外

部扰动（如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也可能对地球系

统中的组成部分（指“临界要素”）产生重大且不可逆的

影响。随着化石燃料燃烧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

上升，人类活动或将触发这些临界点，而一旦出现变化，

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令我们无所适从。已有研究

表明，在前工业时期的全球气候条件下，对于关键的临界

要素（如冰盖融化）来说，全球变暖的阈值较低[34]。

然而，这一假设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特别是对于那

些变化过程较慢的临界要素（如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崩

溃） [34]。最新研究发现，如果超过阈值的持续时间较

短，且低于临界点发挥效应所需的时间尺度，那么即便温

度暂时超标，也未必会立即引发系统状态的改变[35]。

我国预计将在 2028 年左右达到人为 CO2排放峰值，

并进入碳中和进程，这将有助于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速

度，从而在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 ℃以内目标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全球达到气候变化临界点可能不会高于当前的预期

[36]。我国的行动可能会激励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采取更加积极的气候行动。这种全球合作将提升避免

或推迟达到临界点的可能性。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何

建立能够更准确描述地球系统多尺度特征的地球系统模

型，如何准确量化气候变暖的程度，以及在更贴近现实的

情景设定下，我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如何对不同临界点作

出贡献。

3.2. 随着我国碳中和进程的推进，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是

否仍将如预期般频繁和反复发生？

从全球来看，极端高温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正在增加

[37]，而极端寒冷事件则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全球大

多数地区均较为明显。人为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冷

热极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38]。预计我国将在2030年左

右实现碳达峰，并迅速推进碳中和进程，这一重大转型在

全球气候行动中占据关键地位。我国的政策行动有可能对

全球气候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在影响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

频率和强度方面意义重大。理论上，如果能够控制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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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排放，将有助于遏制全球平均气温的持续上升，从而减

缓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与强度。然而，也必须

考虑气候系统的复杂滞后效应和非线性特征。已经积累的

大量温室气体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加热地球，使得

在短期内难以彻底降低极端事件的风险[39]。未来的研究

应更加深入探索气候系统中极端事件的变化及其驱动机

制，同时探索如何实施定量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以及工

程手段在降低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4. 气候变暖下的损失与损害问题

区分并量化由气候变暖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是气候变

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40]。这一课题也极具

挑战性，因为评估和量化气候变化引发的损失与损害问题

非常复杂[2]。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评估方法。

（1）灾害损失评估：该方法通过对比气候变化前后气

候灾害的强度，将增量部分视为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损失。

例如，对于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可以比较其发生频

率、强度和影响范围等指标的变化。

（2）情景分析：该方法基于成本曲线和经济模型进行

情景分析，模拟不同升温水平对生态系统、经济发展和各

行业的影响和冲击。该方法可预测未来可能因气候变化造

成的潜在损失，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3）支付意愿调查：该方法通过调查公众为避免气候

灾害所愿意支付的费用来量化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此方

法可反映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态度，以及其在环境保

护方面的价值取向[41]。

许多其他相关领域的文献，如环境经济学、生态学和

气象学，也为评估和量化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42]。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气候

变化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前对其损失与损害的评

估和量化仍处于初步阶段，尚需持续发展与完善。

5. 我国碳中和进程中的公平性问题——碳中和与
甲烷减排的概念

IPCC对碳中和的定义并不包括其他温室气体（如甲

烷）的中和[1]。相比之下，《巴黎协定》中所提到的碳中

和是指包括甲烷在内的温室气体中和[3]。农业活动是甲

烷的重要来源[43]，包括牛、羊等反刍动物在消化过程中

产生的甲烷、水稻种植过程中产生的甲烷，以及堆肥储存

和有机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甲烷[44]。我国的国土面

积与美国或整个欧洲相当，但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是欧

洲的两倍以上。我国在牛肉、羊肉和大米方面的消费量远

高于西方国家，因此对我国而言，将甲烷纳入碳中和目标

挑战更大。其他主要的甲烷来源还包括化石燃料的开采与

利用，如煤矿开采、天然气开采和石油生产等，都是甲烷

的重要排放源[43‒44]。在油气开采过程中，甲烷排放主

要来自矿井排放、气体泄漏和燃烧过程。此外，垃圾填埋

场和污水处理厂也是甲烷的重要来源[45]。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规模大，导致甲烷排放量

高于西方国家，因此在碳中和目标中纳入甲烷成为我国在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潜在风险问题。在《巴黎协定》之

后召开的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COP26）上，欧盟与美

国提出了“全球甲烷承诺”，强调这种温室气体对气温控

制目标构成威胁，并主张到2030年将其排放量减少30%。

我国并未签署该承诺。如果将甲烷纳入碳中和承诺，我国

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将被推迟至 2075年，这与我国当前推

进碳中和的努力不一致。我国对碳中和的承诺，体现了其

“合道而顺德”的治理和发展理念，使我国在全球气候变

化谈判中占据有利的道义高地。这也反映出我国需要走上

一条有别于过去40年辉煌成就的新型绿色、低碳、高质量

的发展道路。碳中和将对我国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及社

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而长期的影响，是我国面对乃至引领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机遇。这也有可能改变自 1750年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的运行方式。

6. 总结

本文探讨了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路径、我国实

现碳中和后全球变暖的趋势，以及碳中和进程中的公平性

问题等关键议题。本文讨论了《巴黎协定》中的 2 ℃和

1.5 ℃温控目标、我国在符合 2 ℃目标情景下实现碳中和

的路径、气候过冲、临界点、极端事件、损失与损害、碳

中和的概念，以及国际社会关于甲烷减排的主张。基于对

上述重要问题的思考，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方向建议：

（1）更贴近现实的碳中和路径与排放情景。 IPCC

第一工作组（WGI）对气候预测的评估一直依托于世界气

候研究计划（WCRP）开展的气候模型比较计划（CMIP）。

在情景模型对比实验（Scenario-MIP）中，地球系统模型

运行了一组涵盖广泛未来可能性的代表情景，由科研界共

同努力制定，既具可行性，又能促进综合研究，并对科学

性和政策相关性的问题作出回应。上一轮情景实验

（CMIP6）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AR6评估报告，而这一实

验在十年前启动，考虑到当前的政策发展、排放水平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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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趋势，AR6中评估的极高变暖情景（RCP8.5/SSP5-8.5）

和极低稳定情景（SSP1-1.9）目前都受到情景不切实际的

负面评价。在主要排放国家和地区所展现出的减排力度和

政策背景下，一个排放极高同时具备高度社会与经济发展

的情景被认为不具现实可行性。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水平仍处于高位且不断上升，以及未能如多数

实现 2015 年《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情景要求那样，

在21世纪20年代初达到排放峰值，最低稳定情景将需要

以极高的速度和极大的规模削减排放并进行碳清除，而这

被认为愈发难以实现。

新一轮情景（CMIP7及其他情景）预计将于 2025年

启动，不再以2015年为起点，并将在 IPCC第七次评估报

告（AR7）中进行分析。这些新情景将纳入现实可行性约

束及其他因素（如以排放为基础的设定、过冲过程、公平

性等），并将提供新的研究成果。随着全球主要碳排放地

区的排放趋势（如达峰与迈向碳中和）逐步明确，全球

排放情景的新变化有助于明确对不同变暖水平的实现路径

的认知。亟须开展相关研究，形成新的见解，助力实现

《巴黎协定》的目标。

（2）更精确的地球系统模型：需要开发能够更准确描

述复杂地球系统多尺度特征的地球系统模型，实现地球系

统模型与经济社会综合评估模型之间的耦合，并基于更贴

近现实的情景精确量化全球变暖水平，尤其要关注在2 ℃/

1.5 ℃温控目标下的碳预算及其高精度气候变化预测。

（3）精准观测研究：需要开展精准研究，以支持对极

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预测、估算与快速归因，深入理解气

候系统中极端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准确、快速地量化人为

活动和自然强迫的相对贡献。

（4）网格布局、损失与损害、临界点问题：需加强对

可再生能源网格布局预测、损失与损害、气候临界点等更

贴近实际条件方面的研究。

（5）生态系统与气候变化反馈：需要进一步研究生态

系统在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定量关系及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

相互反馈机制。

（6）风险与缓解：必须对气候变暖适应行动和项目在

降低影响、缓解或预防风险中的作用开展定量研究，同时

研究极端气候条件下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与综合风险；还

应揭示极端事件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及灾害发生机制，并

评估其综合风险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7）提高效率与降低成本：需要建立在温室气体减

排、关键单元技术、生态系统碳汇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方

面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理论与方法。

（8）颠覆性技术：需要研究温室气体减排领域中颠覆

性技术的驱动机制和发展模式。

（9）地球工程：应开展中长期气候响应的地球工程研

究，以及具备韧性的城市建设和高效协同的基础设施能源

利用技术研究；还应研究未来交通、应用、源-负荷交互

与可再生能源集成协同的相关技术与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未来CO2排放达峰及迈向碳中和

路径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值得读者关注。其主要的不确

定性来源如下：

第一，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难以准确预测。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新技术的

出现，未来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可能会出现难以准确预测

的变化。例如，新兴产业的能源需求模式可能与传统产业

截然不同。如果出现高能耗但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

能源消费的预测将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我国未来每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估算可能

存在偏差。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政

策、技术突破、资源勘探成果以及市场投资热情。政策调

整可能会改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速度，而技术突破则

可能使原本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可再生能源成为新的装机增

长点。另一方面，技术瓶颈也可能阻碍装机容量的增长。

第三，我国未来年度能源增长的预测也存在不确定

性。这不仅包括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对能源需求的影响，例

如，经济增长速度超出预期所导致的能源消费大幅增加，

也包括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我国能源进口与使用战略的

影响。

第四，CCS等负排放技术的发展情况仍未可知。如果

未来这些技术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地应用，将极大改变碳

中和的实现路径和速度；但目前其技术成熟度和商业应用

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第五，各地区减排行动的协同效果和实施情况不尽相

同。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减排能力

存在差异。在全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地

方政策的落实情况及地区间减排的协同效应可能与预期不

同，进而影响整体目标的实现时间和路径。

这些不确定性如同笼罩在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之

上的迷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存在，以便为未

来道路上的各种变化做好准备，确保我国“双碳”目标的

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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